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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菁长篇小说《在埃及说分手》评论

【作者】牛玉秋 等

  2008年11月6日，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主办的杨菁长篇小说《在埃及说分手》新书发布会与研讨会在

北京草场地艺术区都亚特画廊举行。会议由文化艺术出版社总编辑查振科主持。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

认真的讨论，对作品作出了较高的评价，并且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与意见。参加会议的有李敬泽、李建

军、陈福民、王干、叶梅、牛玉秋、吴秉杰、于青、傅谨、萧立军、胡平、丁道希、王山、陈松叶、

张洪宇、李恩祥、沈梅、王珺等。 

  牛玉秋：  

  首先觉得《在埃及说分手》确实是一本小说。我们作为专业读小说的人，读过很多让人痛苦难受

的小说，但杨菁的《在埃及说分手》是一部读起来让人愉悦、处于欣赏状态的小说，同时这部小说又

非常有价值。作品讲述了一个结束与分手的情爱故事。一般的爱情故事常常是这样结束的：于是公主

和王子结婚了，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而《在埃及说分手》却反其道而行之，叙述了一个结束于

分手的爱情故事。结束于幸福美满通常是对某种价值准则的肯定，结束于分崩离析通常是对某种价值

准则的批判与否定。当然，任何批判与否定都能左右价值观的坐标与准则。那么，《在埃及说分手》

否定的是什么？肯定的是什么？从表层看，这部小说具有浓烈的时尚与世俗色彩，女主人公秦小曼和

她的几个女朋友都是时尚中人，从事时尚职业，穿名牌衣物，出入酒吧、饭店。秦小曼一开始选择的

人生道路也是遵循流行的价值规范，她集美女、淑女于一身，这样一个女性形象的塑造，本身就是一

种象征意义的集中体现，这种对女性从外在感观到气质修养再到贞操的全面而苛刻的要求，正是男性

中心文化的具体体现。对于女性的这种要求在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是司空见惯、发人深思的，在中国社

会倡导男女平等近60年，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这种陈腐落后的观点却以凶猛之势再度成为流行的社

会价值观念。我曾经看过这样的小说，女主人公凭着对这种价值观念的服从和顺应，获得了惊人的价

值财富和美满的婚姻，然而在这种价值观念下她们的爱情能幸福、婚姻能美满吗？集美女淑女于一身

的女性，在男性中心文化中的真实地位到底如何？小说冷静地解开了华丽外表下丑陋的真相。《在埃

及说分手》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没有把女人当成男人的附属品，而是让秦小曼在婚后富足而空虚的生

活中，形成了她独立、自主的性格，并最终走向了与男性中心文化决裂的道路。在流行的生活场景中

挑战流行的价值观念，是《在埃及说分手》这部小说独特的价值所在。  

  吴秉杰：  

    《在埃及说分手》是一部很单纯知性的小说，它可以向两个方向发展：作为长篇小说可以向故事

性思维发展，篇幅越长对作家的故事性思维要求越高，通过故事形成一个人物关系，然后不断深入、

不断创新。这部小说感情非常充沛，人物刻画鲜活， 给人印象很深。比如说费元元，一个作家；还有

集美女淑女于一身的秦小曼。如果要向故事性方面发展，我认为它可以写成一部比较极致的小说，但

是杨菁没这样写。《在埃及说分手》人物关系不复杂，感情基调开始就确立，感情丰富。所以我觉得

这部小说并没有往故事方面发展，它的知性就在于，这是某一个社会阶层某一个文化群落的一种精神

表达。在小说中的两个正面的男性非常重要，一个是“何以”，这个“何以”，名字取得也很有意

思，“何以”带有一丝神秘色彩，一个冷兵器一样的男人，是女性心目中的男子汉形象。第二个男人

叫罗硕夫，他对她在船上说的那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也是整部小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他说：

“如果一个人能抛开权力和金钱的话，生活会变得很简单。”看到这里我就想，这确实是一部知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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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非常理想化。我们怎么能抛得开权力和金钱呢？我们的生活怎么能简单？权力的力，如果是这个

“权利”的“利”的话，我们更无法抛开了！这个“权利”是一定要保证的，一定要维护的。现在的

社会是一个由权力来决定人类生活的年代， 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理想化的一句话。第二句话给我印

象非常深的是，他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没有世界观的世界”。看了小说后觉得这里边确实存在

一种人生观与价值观的问题。她为什么以埃及为背景？我觉得她是需要人类文化精神的一个成果作为

支撑，所以认为，喝了尼罗河的水我就不会忘记埃及了，我就不会忘记我们人类有这么一个文明的传

统。当我看到《在埃及说分手》时，书的名字我都没读懂，为什么是在埃及说分手？现在我明白了，

她要开始一种新的人生，要抛开权力和金钱，这让小说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而另一个角度却说我

们没法抛开，因为这部小说是知性的、理想性的一种表现。《在埃及说分手》应该是作者在埃及生活

的经历，埃及的每一个景观都让她平移到了作品中。她选取的国际背景不是物质生活的东西，而是要

把国外的文明和现代化的一种精神作为背景，所以这部小说在精神程度上还是有一定意义和追求的。  

  于   青：  

  一口气看完小说，在“80后”之前的写作前辈里，能有这么一部好玩、好看、轻松、融合了很多

时尚元素的小说，非常令人惊喜。这说明“80后”的写作方式我们也能写，但是我们能写的“80后”

不见得能写。看了《在埃及说分手》后，感觉小说中有一种“柔”在杨菁身上是很少见到的，而且女

性气息在小说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从我所认识的作者本人来看，从她的写作修养到她的人生经历经

验，这些都不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尤其对杨菁来讲，她生活中经历了很多磨炼，应该说她的人生经验

比一般女性都要老到些。用这样一种比较轻松的旅游的方式来衬托一个大家比较常见的娜拉出走的爱

情故事，我觉得对她来说应该是驾轻就熟的。这部小说对杨菁来讲只是一桶水里的一小部分，并没有

运用她的人生经验和文学储藏的大部分，虽然比起前部小说来更好看了，但还是能感觉到，杨菁在写

这部小说的时候并没有比前部作品用更多的力，或者她是在一种比较愉悦的状态下写这本小说的。从

作品角度来说，每个人看作品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的感觉是新瓶装旧酒，虽然旧酒的成分变了，从

前可能是白酒现在是红葡萄酒了，但是，爱情这个元素无论什么时代大致都是一样的。也许小说里娜

拉出走的故事有点老套，但是因为里边有时尚元素，主人公的文化背景与作者蕴涵的人生经历，使这

部爱情故事有了立体感、丰富感。虽然说爱情的结局是一样的，但是过程和细节给人带来了不同的魅

力。  

  胡   平：  

  小说写得很浪漫，从人物名字就透视出了作者的情调。杨菁是一个带有理想色彩的浪漫主义者。

前半部分就表现出了作者的创作趋势，作品是典型女性写作，男性化更趋向于情节，而女性化更趋向

于心绪心理。小说主要写的是女性心理，是一部女性色彩非常强的作品。主题虽然比较普通， 但是作

者将之推向了极致。作品中秦小曼和苏玮是当下的极品女人和极品男人，但是这样的人也出现了婚

变，这就不得不让我们考虑到普通人婚变的可能性将更高。到埃及说分手似乎是为了得到一点什么，

可是作者没有从这方面着手，最后问题也没有解决。但是现实就是如此，问题不一定非要解决。这个

题材的处理并不简单，两性间的理解各有不同，很多女性并不认为欲望对她们的爱情有很大影响。上

世纪80年代人也有自己的爱情观，跟五六十年代人们的观念不同，但是两性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根本改

变。书中罗硕夫和秦小曼的关系写得很好，打破了作品过于单纯的调子。两人似乎暧昧的关系，让秦

小曼这个人物变成了一个并不完全传统的女性。何以并没有经常出现，常出现的是罗硕夫，这点处理

得很好，写出了传统女性的另一种现代色彩。但是秦小曼的爱情也并不是完全传统的，她也有自己的

欲望。当初她和苏玮的结合就是欲望化时代的产物，二者各有所求，掺杂权力和物质的因素，因此秦

小曼不能完全责怪苏玮。真正的爱情还是发生在穷人中，当然也不是说富人中完全没有爱情，但是很

少。秦小曼和苏玮的爱情本来就有一定的危险性，作者应该将夫妻间的紧张关系深入描写，增加一点

复杂性。  

    

  叶   梅：  

  杨菁从事文学创作是从30年前开始的。读完《在埃及说分手》以后，我对她的看法又有了很多改

变，感觉她应该是个很深刻、很痛苦的人。她的痛苦不是个人的，而是对这个时代对整个文化充满了

忧思，我觉得《在埃及说分手》是一部深刻的书。作者所描写的故事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复杂的情

节，但是却渗透着作者痛彻肺腑的感受，对当下时代文明的拷问。书中写到：“神的伟大的缺失”，

现在这个时代的确是一个神的伟大的缺失的时代，这种深深的危机感浸入字里行间。作者认为当下文

明已经到了非常令人忧虑的时刻，而女性角度的关于女性的文化和道德的评判更让人忧虑。还有一句



话：现在的这个文明……她说“现在”，而非“现代”，“现在的文明是让女性吃亏的文明”，这话

是痛彻肺腑的。作者所讲述的四个女性的故事有一些比较表面化，但那种感受与其说是四个人的感

受，不如说是一个人的感受， 女性的感受。 而女性的感受在当下文明的状态中是一个吃亏的感受。 

你甚至做好了当装饰品的准备，但是你连做装饰品的保险和安全可能都不具备。秦小曼完全准备好了

做装饰品的心理准备，但即使是这样她仍没做好将要面临危险的心理准备，实际上是没有安全感。作

家通过这本书对此方面的思考是非常深刻和耐人寻味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究竟缺失了什么？问题出

在哪里？表面看起来是女性问题实际上牵扯的问题非常复杂。作者一直在思考，但最终还是没有给自

己找到一个非常好的答案。罗硕夫一直是作为解惑者的形象出现，虽然他的解惑是非常苍白无力的，

但是提出来的问题是非常耐人寻味的。这本书的价值还在于对多种文化的比较，作者有意地把叙述背

景放在埃及，埃及文化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代表了目前残存的宝贵的文明之一。这个文明究竟意味

什么？作家在这里有很多描述，和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中国当下的文化有什么差别，有什么使人产生联

想的东西，作家一直在不断地追寻。无论是对中国作家，还是中国目前的文坛来说都有一个思考，那

就是如何运用世界眼光。比方说，我们现在还处在农业大国的背景下写作，我们的思考还是一种农业

思考，但是中国现在已经不是昨天的中国了。杨菁在这里作了一个探索和尝试，虽然说对两种文化的

比较或者说探索已经非常的成熟、天衣无缝了，但是在这里还是有让人感觉生硬的地方。实际上她是

在做一种比较，她用这样一种角度，这样一种姿态，把中国古老的和时尚的，过去的和当下的文化与

人类其他的文化文物做一种比较，这是作家有意识要做的探索，而不是我们所看到的简单的埃及风光

和风情的描述。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就是想写一本好玩的好看的书。这是纯文学怎样去贴近大众、怎

样真正的成为一种读物，而非象牙塔里的喃喃自语所作的一种尝试。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去写这样一本

好玩好看的书？我认为，她是想把自己的写作姿态进一步放到读者中去，让小说真正地成为一种读

物，而不是作者自我欣赏的东西，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也就是说，纯文学怎样在边缘化的状态下走进

洪流之中，走进市场大潮中，这是对纯文学多年来的一种考验一种挑战。虽然至今没有找到非常好的

通道，但我觉得杨菁是在做这样一种思考。  

  李敬泽：  

  一进屋就发现一帮中年人在谈论爱情，这简直就是个观念艺术行为。我在想为什么要在埃及说分

手，而不是在门头沟说分手，这确实是个有意思的事。  

  因为在门头沟说不出分手。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受到世界观的影响，有时候在叙述中都不能够抵

抗和质疑现实的强大逻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定要到埃及或欧洲去才有可能说出来，才会有一个

转身的余地，才可能重新对生活作出选择，向往一下重新选择生活的可能性。所以《在埃及说分手》

这本书的写法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唤起性，但同时它也在反面表明了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人的根本性

的某种体系，所以说中国的小说面对各种可能性。有时我们过度焦灼，过度和现实逼近，在这个过程

中逐渐丧失了想像的能力，这时就需要插上翅膀，才能更有力地反抗现实，和现实中拘谨和限制我们

的东西产生对抗。  

    关于欲望和人生意义在作品中体现的力量不是很大，我感兴趣的是书中的异国背景，这是我们当

今生活的一部分，是自我意识的觉醒，让自我意识逐步精细化、逐步完善。尤其是“80后”的写作，

可以说是文学创作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现在中国人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确立自己的定位，这本身

就是精细化的过程。在生活中，人们经常会对一些时尚与非时尚元素进行一种毫无道理的分级，但我

认为，那些非时尚元素或许会更真实。尽管杨菁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但是我很欣赏她对生活一视同

仁的态度。现在人们缺乏的就是对丰富繁杂生活的强烈胃口，当代作家要善于消化和处理庞杂的生活

经验，这是非常稀少和珍贵的能力。我对草场地艺术区充满惊奇，尤其是都亚特画廊。草场地艺术区

把都市的边缘化和艺术的前卫性非常好地融合在一起，实际上艺术性和时尚化往往是不能分开的，杨

菁就很好地把时尚元素传奇化地运用到了小说中，反映出了当下人们的生活方式。  

  王   干：  

  我认为，这部小说是“50后”挑战“80后”的一部小说。“80后”能写的我们“50后”能不能

写？我们“50后”能写的，“80后”能不能写？看到小说的第一感受就是，“80后”的东西我们也能

写，但是我们“50后”的东西“70后、80后”或者写不出来。这部小说基本上是用时尚元素包装起来

的追问古老问题的问题小说，这是我的定位。什么问题呢？追问爱情。首先，在时空上，作者把空间

放在国外，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中来讨论爱情问题；其次，在时间上，各种时间切面交汇在一起；再

次，通过四个女性不同的命运来思考问题。 爱情问题是非常古老的文学主题，传统思考爱情是为了追

求纯洁、真正的爱情。而她更多地是提出了对于爱情的追问，因为爱情首先是要有男有女才有爱情，



男女在性别当中出于什么比例，如何配置，怎样组合，作者不仅仅是要讲述一个女权主义问题，而且

还把爱情的追问放到性别问题上进行思考。性别问题、爱情问题……并且继续到了人类的精神价值。

由于精神的匮乏缺失，导致爱情的软弱和苍白缺陷，没有精神支柱爱情就变成了欲望。杨菁的《在埃

及说分手》这部小说，站在时尚的角度，从性的问题谈到了精神，最后谈到了信仰。就题目来说，选

择埃及是非常有深意的，作者把爱情放到文化的背景中进行思考，所以我认为这是一部问题小说。她

只需要提出疑问，为什么？而不是解决问题，怎么办？上世纪50年代的人写80年代的时尚中间仍有断

层，但也说明了作者的心态非常年轻。“80后”只思考怎么生活而不思考为什么生活，这是两者间最

不一样的地方，每代人的思想和思考方式都不一样。  

  李建军：  

  杨菁的这部小说可读性很强。是一部关于幸福、平等、尊严和出路的小说。作者试图探讨我们这

个时代面临的精神问题与精神危机，也就是“怎么办”的问题。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对它所处的时代

所面临的问题漠然置之，不去思考也不去回答它。我最近写了一系列文章研究俄罗斯文学，这是因为

俄罗斯文学密切地关注着社会问题和时代痛苦，总是向生活发出尖锐的质疑，向人们提出“怎么办”

的问题，充满一种寻求答案的激情。我们这个社会正处在复杂的转型期，属于一个成长中的不成熟的

社会，因此，文学应该敏锐地感受着时代的痛苦，发现社会的问题，从而帮助人们惊醒、觉醒，走向

成熟。回过来看杨菁的这部小说，便可以发现，作者是怀着深深的焦虑和痛苦，来探察当代人精神世

界存在的严重危机。例如，现在，人们物质生活日渐富足，但内心却少了幸福感，或者说，幸福指数

较低。小说作者只有关注人的忧郁和苦难，快乐和幸福，才可能写出伟大的小说。如果仅仅描写人的

欲望，仅仅停留在对“口腔期”的“恋污癖”的描写，或者，仅仅去调侃一通，那样耍弄小聪明，而

不是怀着深深的焦虑和疗救的愿望表现人们的内心生活，那么，这部小说是不可能打动读者，也不可

能有生命力的。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个人主义成了时代价值体系的一个支点。个人的存在无疑应该有一个合理的

空间，但是，更应该有超越个人之上的东西，只有在超越个人的利他主义的价值体系建立起来，稳定

的信仰基础确立起来的时候，一个社会才是健全的，才有可能是持久和谐的。否则，这个社会就是一

个脆弱的社会，很容易把物质上的富有异化为堕落的条件。小说中的人物费元元援引一个外国分析家

的话说：“中国的穷人从来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穷人，而中国的富人却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人，因

为从他们身上我们看不到推动这个社会进步的力量。”古代讲“为富不仁”，中国人的价值平衡结构

没有建立起来，这与小说探讨的信仰问题是有关的。作者提出了这个痛苦的问题，并且从多方面试图

回答了这个问题。尤其是信仰若被以虚假的名义或消极的方式过度利用时，信仰就失去了它的公信

力，失去了它的力量感。  

  所以，一方面，中国社会物质的丰富、经济的发展很重要；另一方面，重建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

的任务也很迫切、很艰难。而在这个时候，有幸读到杨菁的这部作品，就有种阅读上世纪80年代作品

的感受。小说里边不仅仅写了中产阶级的体验和中产阶级女性的苦闷，而且也写到了中国社会巨大而

潜在的被灰色帷幕遮盖的部分。特权阶层人物骄奢淫逸、腐败堕落的生活，在杨菁的笔下，只是露出

了冰山之一角，也只不过是用隐隐约约的方式来写，但是，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另外一种生活的恣睢

和糜烂，已经能够感受到作者充满正义感的不满和抗议。小说中所描写的当下社会光怪陆离的生活场

景，包涵了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和阐释。这部小说虽然还有许多美中不足的问题，但是它所

表现出的正气和勇气，却足以令人肃然起敬。  

  陈福民：  

  拿到小说我冒出个疑问：为什么在埃及说分手？从题目看无疑是一个很时尚的小说。为什么不是

在中国农村说分手？似乎是钻牛角尖的提问。但我想说的是《在埃及说分手》带有很强的时代特征，

各种眼花缭乱、时尚、灿烂、绚丽的背后又隐藏着空虚腐朽的各种元素，在这样一个大杂烩时代里，

又孕育着生机。杨菁的小说通过描写四个女性人物不同的遭遇，提出了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即空虚与时代的问题，作者通过这样一个载体衬托出了人生的意义所在。不论到了什么时代，人生的

意义问题还是会落在每个人身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追问，是很辛苦也是徒劳的，但是我们的生活和人

生的意义就是建立在这种徒劳的追求上。杨菁虽然用了很多时尚的元素，但还是让我想到了上世纪80

年代的《方舟》，我们活在这个时代追寻什么？有没有意义？这是一个老话题。  

  这是在21世纪对20世纪80年代老问题、并且是不可能结束的问题的一个重新思考，还是有关精神

和欲望的象征性的质询。我们是不可能回避欲望的，今天这个时代是欲望的时代，欲望被抬到很高的

指数，不论我们生活多么富足，欲望是不会满足的，潜藏的欲望是怎样被这个时代所归顺、引导的，



这是一个时代问题。杨菁用这样一个时尚的好看的小说去思考质疑这些问题，不论是伟大的爱情还是

卑微的欲望，杨菁写出了我们的一个底线，无论你是高尚的、标榜伟大的、阴暗的，她都写到了，这

是很难得的。  

  萧立军：  

  小说很有新意。上世纪80年代杨菁就创作了小说《滴泪泉》，表现出了很好的文学创造力，语言

优美，有很强的小说调度能力，写起来从容不迫。《在埃及说分手》这部小说保持了她的一贯艺术特

色。每年出版的小说有一千多部，但能够让人看下去的很少。这本书写的是女性婚姻的情和爱，通过

时尚华丽的生活形式表现了物质时代人们的精神层面的茫然感。我当时给杨菁出了一个“馊”主意，

希望她在出版量非常大的现在这个社会里，能够写一本让人很想看又具有颠覆精神的书，希望她寻找

到一个震撼点，但不是很到位。  

  中国社会30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作家也肯定受到了很大影响。但要把这种生活体验写到小说中

是比较困难的，大多数作家的创作态度还不够严肃。希望杨菁在今后的创作中保持年轻的心态和探索

精神，找到好T台之后，还要找到有冲击力的创作素材，然后在作品中体现出来。  

  傅   谨：  

  这是很有意思的爱情小说。但要是细想，这又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我把它看成是“觉悟”小

说，非常有意义、非常独特。独特有意义在于埃及的古老、神秘、纯粹、简单。这种古老、神秘、纯

粹、简单为小说提供了一个背景。如果仅仅写这几个方面而不是为了主人公出逃的需要，这个背景也

可以放到西藏。如果放在西藏，小说也会很好看。为什么会想到西藏？小说的最后让我想到杨菁跟我

说过的一个故事，一个朋友独自一人到西藏旅游，背着满腹的问题心事跑到寺庙，跟一个小喇嘛倾诉

内心的苦痛。小喇嘛一直默默听着，最后轻轻说了一句话：“佛说：放下”，她听完后泪流满面。每

次想到这个“佛说：放下”的故事我都会心有余悸。杨菁的这部小说也在说“放下”，怎样放下世俗

生活中这些本来以为很重要的、摆脱不了的东西。可是小说如果仅仅在说一般意义下的“放下”，那

它就不会感动人了。我认为“放下”不是虚无，不是完全的空虚。如果“放下”就意味虚无就意味空

虚，那么人生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中另外一个人物秦小曼的丈夫苏玮他

也放下了，他什么都能放得下，可恰恰就是因为他太放得下了，因此苏玮在小说中成为了一个其实很

没意义的人。秦小曼之所以让人心动就是因为她能放下所有别的东西，惟独放不下的就是爱情。像作

者这样能热爱生活相信爱情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才能塑造出秦小曼这样的人物形象。她慢慢悟

到所有生活中的这些荣华富贵都是身外之物，惟有心灵里那一点东西放不下，那就是爱情，这才是一

个完整的追求。这样一个人她可以放下所有别的东西，惟独放不下的就是她要追求的人生与生活。小

说里秦小曼有自己的欲望，当她心里边真正的需求在何以那里被唤醒时，这才恰恰是让她感动让她觉

得无比珍贵的东西。我老是在想这部小说“觉悟”的是什么？“觉悟”就是放下可以放下的、应该放

下的东西，同时保持自己对自己的一份真心，相信自己，知道自己应该得到什么，什么是属于自己

的，心中应该有这样一种信念存在。埃及这个地方在小说里有着独特价值，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埃

及说分手》真正值得我们细心去品读、细心去咀嚼的地方正是这种“觉悟”。如果要区分一个上世纪

50年代的人与“80后”的作品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写出了这种对人生的“觉悟”，只有真正经历了这

种生活的沧桑之后才能感受得到。  

  杨   菁：  

  非常感谢大家的发言。有一点我想强调，我们老说“50后”“80后”，能不能不要刻意把这个差

距拉大。我每年都在不断地看学生的作品，从“60后”看到“90后”，我和学生们沟通得很好，并没

有那么多的障碍。人类有一些永恒的东西，是和年龄没有关系的。早生30年晚生30年能改变我们基本

的东西吗？包括对时尚的看法。常年和学生在一起，沉浸在年轻的心态中，这大概就是我对生活的感

悟和在写作中可以跨越年龄和代沟的原因之一。关于信仰，有一句话我以前看过，印象深刻，“西方

是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中国是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目前中国就是这个状况。这些年，我走了很多

国家，也去了埃及，在到处旅行游访的过程中，我想我们的生活真的就只能这样吗？为什么不能换一

种方式？我们的“教堂”在哪里？当然在写作的过程中不可能不思考，我们这一代人，这种思考已经

融入血液中，剥离不出去了。  

     （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郑飞、戏文系本科生张夏菁根据会议录音整理） 

【原载】 《文艺报》2008-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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